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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亚述人起源于两河流域北部，以聂斯托里派和迦勒底教派信徒为主，是
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少数群体之一。 ２０ 世纪初，亚述人深受“民族自决原则”和民族主义

思潮的鼓舞，以“民族”身份凝聚族群，寻求政治独立和族群共同体自治。 伊拉克建国后，
亚述人延续其独立活动，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拒绝承认其公民身份，从而催生了诸如族

群认同和宗教认同挑战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遭遇国家的暴力裹挟和民族同化、族裔民族主

义运动冲击并消解国家认同、库尔德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相抵牾等一系列的族群—国家

认同问题。 在后萨达姆时代，亚述人的认同问题在宗派碎片化和国家政局动荡的情势下

进一步复杂化，未来也将继续考验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和族群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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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不但推动了民族认同的兴起与扩散，也助产了民族国家。 然而，作为双刃剑的另一

面，族裔民族主义（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对现行民族国家秩序构成挑战，其引发的族裔分离主义更是

现代民族国家难以摆脱的梦魇。 现代中东多民族国家内部不乏追求自治的跨界族群和宗教少数族

裔，他们既接受本族群历史、文化和记忆的规制，① 又经受海内外离散民族主义 （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激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认同问题，对所在国家的政治统一、族群团结和社会稳定构

成潜在威胁，甚至挑战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
在汉语语境中，“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一词有“身份”和“认同”两种译法，“身份”是指某行为主体所具有和

展示出的个性与区别性形象；而“认同”则是指行为主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

为自己定位。② 身份决定了群体认同的方向，认同反映了群体身份的归属。 亚述人（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作
为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少数族群③之一，他们通过对“自我”身份的定位而与“他者”相区别，逐步形

成了族群认同（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宗教认同（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次国家认同（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和国

家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等多重认同意识。 然而，以历史文化、宗教身份为核心的族群认同和以政

治忠诚、公民身份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就亚述人的个案而言更多的是处于矛盾

或背离状态。 自 １９２１ 年伊拉克建国以来，被动进入伊拉克民族国家的亚述人拒绝巴格达政府，否
认其公民身份，寻求政治独立，导致族群与国家冲突不断，次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相抵触。 亚

述族群民族主义者寻求政治自治的行为加深了认同危机，威胁着伊拉克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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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看‘西化’与‘本土化’之争” （项目编

号：１８ＪＦ１３９）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世界民族》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于春洋、陈奥博：《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元影响因素析论》，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何佩群、俞沂暄：《国际关系与认同政治》，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 页。
在此，本文将亚述人定义为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一方面是契合中文语境

和民族学中对少数群体的辨析；另一方面，伊拉克的官方文件中将亚述人登记为“讲叙利亚语，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族群”，而非阿拉伯人

一般的“民族”，故此文采用“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即“同种文化之群体”）。 同理，“族群认同”即为“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亚述人族群—国家认同的错置伴随着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整个过程。
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学术界对伊拉克亚述人的认同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将伊拉克亚述人

归入追求独立的少数群体，强调其族群身份和历史文化权益；①第二，两次海湾战争后，对亚述人族

群—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更多地被萨达姆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和“种族灭绝”议题所掩盖；②第三，
伊拉克战后，国际学术界愈加重视民族国家构建相关问题，学者们将少数族群治理、民族认同等视

为当前伊拉克民族构建的核心任务。③ 总体来说，一系列讨论关涉族群认同的历史困境和国家认

同意识的培育，但对与认同密切相关的“身份认同”“次国家认同”和“族裔民族主义”三大关键问

题的探讨暂付阙如。
从理论维度来看，尽管世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认同和次国家认同会对国家认同意识的长

足发展造成一些消极影响，④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也并不只是张力和矛盾的关系，⑤而是在

互动中演化、形塑。 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政治变迁和族群冲突表明，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关

系并非单纯的族群问题或者威权统治的结果，而更多的是亚述人群体身份和集体记忆与伊拉克民

族国家政治框架内族群身份构建的悖论性演绎，也是中东古老宗教少数族裔今日面临的共性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纵向爬梳伊拉克亚述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脉络，分析其认同困境，
从而为伊拉克族群—国家关系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思考。

一、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身份和认同维度

正如巴斯所言，“一个民族与其他社会身份一样，既来自外界的认知，也来自群体成员的自我

认同。”⑥现代亚述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是在近代中东民族意识觉醒、多民族互动以及族裔民族主

义的“构建”中逐步完善的。 亚述帝国灭亡后，亚述人作为帝国遗民散落在两河文明的历史演进序

列中，相继为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统治。 然而，“国家不像历史那么古老，现代意义上的‘民
族’更是疑点重重。”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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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助推下，亚述人问题被归入“寻求独立与生存的民族”和“少数族群与离散族

裔”问题。 参见 Ｆ． 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１９２０），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２； Ｖａｈｒａｍ Ｐｅｔｒｏｓｉａｎ，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１， ２００６； Ｓｈａｋ Ｈａ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ｄｅａｎ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Ｓｙｒｉａ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Ｉｒａｑ： 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１， ２００８．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Ｋｒｉｓｔｅｎ Ｃｈｉｃｋ， “Ｍａｎ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Ｆｌｅｅ Ｉｒａｑ 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Ｓｔａｙ ａｎｄ Ｆｉｇｈ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ｖｏｌ． １３２， ｎｏ． ２６， ２０１５； Ｃｏｌｍ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Ｓｃｈｕｌｚ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ｔｏｋ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ａｕｒ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６．

，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ｓｔｒａｖ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ｓｔｒａｖａ 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２０１０， ｐｐ． ６７ － ７２； Ｓｈａｋ Ｈａｎｉｓｈ，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ｄｏ⁃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Ｃａｓｅ”，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Ｎｉｖｅｅｎ Ｋａｓｓｅ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ｒａｑｉ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３， ２０２０； 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 Ｌａｌｉｋ，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ｌｄｏ⁃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ｎ Ｊ． Ｂｏｃｈｅｎｓｋａ， Ｍ． Ｒｚｅｐｋａ ａｎｄ Ｋ． Ｋａｃｚｏｒｏｗｓｋｉ，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ｃｋｅｔ，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８．

于春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６４—１６８ 页；刘中民：《从族群与国家认同

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载《中南民族大学

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载《民族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

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７２ 页。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Ｂａｒｔ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Ｌ： Ｗａ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ｐｐ． １ － １３．
Ｅ． Ｊ．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ｉｎｃｅ １７８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Ｍｙｔｈ，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 ３．



（一）现代亚述人的族群身份与族群认同基础

虽然现代亚述人拥有古老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叙事，但其身份仍然遭受质疑。 按照约翰·哈钦

森和安东尼·史密斯对“族群共同体”（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特质分析，①现代亚述人属于建立在族

裔认同基础上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他们的族群身份和认同基础可分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 共同的地理空间或祖籍地是民族想象与建构的主要基底。 “土地是使民族实体得以顺

利延续的关键因素之一。”②现代亚述人主要生活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摩苏尔（Ｍｏｓｕｌ）、杜胡克

（Ｄｕｈｏｋ）、凡湖（Ｖａｎ）、乌尔米耶（Ｕｒｍｉａ）和哈卡里山区之间的广大地区，大致覆盖古代亚述人的活

动范围。 “共同的地域”作为亚述族群意识寄托的“镜像”，如同“作为（亚述）国家象征的带翼狮

子，在文明传承性上代表了一种想象中的民族学联系”。③ 这为“亚述人”这一身份的现代叙事建构

了合法性。
第二，共同的语言是维系族群认同、族内交流和集体记忆的工具和质料。 古代亚述人延续了苏

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文明，成为阿卡德语的继承者。 公元前 １２ 世纪，阿拉米人入侵两河流域，主
流语言更新迭代。 便于书写的阿拉米语成为亚述人的官方和日常用语。 阿拉米字母经过漫长的书

写简化和本土化改造，融入了古叙利亚语元素，④成为亚述基督教会用语。 １９ 世纪，亚述基督徒将

乌尔米耶（Ｕｒｍｉｙａ）方言与叙利亚语的字母系统相融合，发展出标准的现代书面语，并沿用至今。⑤

１９ 世纪晚期，亚述民族主义精英以“共同的语言”来加强叙利亚语族群之间的联系，强化共同体意

识。 西方基督教会资助刊发的叙利亚文刊物和报纸帮助强化了这一“民族事实”。⑥

第三，共同的宗教信仰强化了族裔认同的纽带。 公元 １ 世纪，基督教传入，长期生活在两河流

域及叙利亚地区的古老族群被纳入统一的基督教信仰系统和“亚述人”标签之下，其中囊括了现代

亚述东方教会（又称聂斯托里派，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ｓ）⑦、迦勒底天主教会（Ｃｈａｌｄｅａ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叙利亚

东正教会（又称雅各布派，Ｊａｃｏｂｉｔｅｓ）和叙利亚天主教会（Ｓｙｒｉａｃ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 至此，基督教信仰

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血缘符号，上升为现代“亚述人”广义的身份概念和历史叙事中最具说服力的

“证据”。⑧

第四，西方在中东的文化考古和传教活动激活了古老族群的身份叙事。 １７—１９ 世纪，西方传

教士和民族学家先后进入两河流域，对现代亚述人进行“历史叙事”和“语言溯源”，重新挖掘和考

证长期处于多民族交往融合之中的亚述人的族群性和身份意象。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英国考古

学家亨利·莱亚德（Ｈｅｎｒｙ Ｌａｙａｒｄ）爵士发现了亚述帝国的首都之一尼姆鲁德城遗址，遂将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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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可译为“族群共同体”或“族裔共同体”，其 ６ 个主要特质：（１）一个集体性的适当名称；（２）一个关于共同祖

先的神话；（３）共享的历史记忆；（４）与一个具体的祖籍地的联系；（５）一个或多个与众不同的共同文化要素（包括宗教、语言或习俗）；
（６）成员之间的团结意识。 参见 Ｊ．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Ａ． Ｄ． Ｓｍｉｔｈ，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ｐ． ６ － ７；
〔英〕安东尼·Ｄ． 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９—３０ 页。

钱雪梅：《民族自决原则的国际政治限制及其含义》，载《民族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第 ６ 页。
Ｊ． Ｊｏｓｅｐ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ｌ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０， ｐ． ２２．
例如，新叙利亚语中的“ Ｓūｒāｙā”是由阿拉米语词汇“ Ｓūｒāｙｕ”直接通过转换元音而来。 参见 Ｓａｒｇｏｎ Ｇ． Ｄｏｎａｂｅｄ，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ｕｎｄｒｕ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 ４１０．
现代亚述语采用叙利亚语字母书写，也被称为叙利亚语，现代亚述人即被称为“说叙利亚语的族群”。 参见 Ｅ． Ｙ． Ｏｄｉｓｈ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Ｎｅｏ⁃Ａｒａｍａｉｃ），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Ｏｔｔｏ 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 １９８８， ｐ． 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ｅ Ｋｅｌａｉｔａ，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Ｎｉｎｅｖｅｈ：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１８９２ － １９９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８， ｎｏ． １， １９９４， ｐ． ８．
４３１ 年，以弗所第三次基督教大会谴责聂斯托里派的神学教义，这些教义被叙利亚教会的分支东方教会所采纳。 所以从宗教维

度来界定的话，“亚述人”既属于东方教会也属于聂斯托里派。
Ｊ． Ｌａｅｓｓｏ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ｓ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６３， ｐ． ３６．



当地的基督徒称为“古代亚述人的后裔和最早的基督教派残余之一”。① １９ 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圣

公会传教士的影响下，“亚述人”一词被重新启用。②

正如史密斯所言：“只有赋予一个集体以专有名称、突出其各部分的统一性，而且该名称被人

们广泛接受时，一种独特的族群认同感才会油然而生。”③“亚述人”这一身份认同不仅是亚述人对

“自我”同质文化群体的接纳和保护，也是对抗“他者”异质文化的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河

流域的现代民族国家陆续建立，亚述人的“米勒特”社区和宗教边界被打破，蜕化为从属于民族国

家的世俗“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迫使民族主义上升为亚述人凝聚族群共同体的主导思想。 至此，
以政治独立为目标的亚述族群认同和以政治统一为目标的伊拉克国家认同陷入二元悖论之中。

（二）伊拉克亚述人族群—国家认同矛盾背景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中东的亚述人主体被划入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四国，成为跨界宗

教少数族群，其中伊拉克亚述人最多。④ 现代伊拉克亚述人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及其认同意识的

形成，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述族群融入民族国家的过程充满挑战和排异反应。
第一，亚述族裔民族主义者和政治精英的独立主张引发族际矛盾。 奥斯曼后期的现代化改革

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渗透，帝国境内各宗教团体的自我意识和身份界限逐渐明晰化。
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亚述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族裔民族主义，试图通过对地理空间和语言文化的诠

释，塑造一个独立于“奥斯曼—伊斯兰”框架的民族群体。⑤ 在独立无望后，亚述人遂要求伊拉克政

府延续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制度，承认其族群共同体的政治独立和宗教文化自由，这与阿

拉伯民族主义者打造的国家民族理念相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要求构成强烈的张力。
第二，亚述人将“民族自决原则”的乌托邦延续到伊拉克民族国家。 １９１９ 年的巴黎和会上，亚

述人代表团以共同的生存地域为依托，将哈卡里、摩苏尔、迪亚贝克尔和乌尔米耶等地区的聂斯托

里教徒、亚述—迦勒底人、雅各布教徒、波斯亚述人、俄罗斯亚述人等统称为“亚述人”，⑥总人数达

１０１． ５ 万余众，⑦以此请求国际联盟支持独立建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当局在巴格达附近为

流离失所的亚述人建造了难民营。 １９１９ 年尝试在阿马迪耶划出亚述领地的计划失败后，英国殖民

当局于 １９２１ 年决定将亚述人安置在伊拉克北部。⑧ １９２５ 年国际联盟调查团出台报告，建议将摩苏

６１

　 《世界民族》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ｕｓｔｅｎ Ｈｅｎｒｙ Ｌａｙａｒｄ， Ｎｉｎｅｖｅ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ａ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ｄｅａ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ｅｏｒｇｅ Ｐ． Ｐｕｔｎａｍ， １８５０， ｐ． ２５８．

由于 ２０ 世纪的“聂斯托里派”一词带有的贬义色彩，故“亚述人”成为东方教会更为常见的代名词，但关于东方教会及其宗教团

体开始使用“亚述人”一词的时间尚有争议。 约翰·约瑟夫断定“亚述人”这一名称是在 １９ 世纪与西方传教士接触之后被采用的。 参见

Ｊ． Ｊｏｓｅｐｈ， Ｔｈｅ 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ｐｐ． １１， １４ － １５； Ｊｏｈ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ｐｐ． ３， ９． 其他学者如阿利安·伊沙

亚坚持认为亚述土著长期使用 “亚述人” 这一称谓。 参见 Ａｒｉａｎ Ｂ． Ｉｓｈａｙ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ｉｔｏｂａ，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１９， １９７７； １９ 世纪，受西方教会的影响，“东方教会”作为东叙利亚的派生词，可
与“亚述人”互用。 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亚述人”一般指合称“Ａｓｓｙｒｏ⁃Ｃｈａｌｄｅａｎ”或单独指“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参见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Ｂａｕｍ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ｍａｒ
Ｗ． Ｗｉｎｋｌ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ｚｏｎ， ２００３， ｐ． ４．

〔英〕安东尼·Ｄ． 史密斯著，林林译：《族群—象征主义和民族主义：一种文化方法》，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５５ 页。
因其流散严重，难以获得确切的亚述人口统计数据，且学界分歧较大。 根据“亚述人欧洲联盟” （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人权报告》：２００３ 年前，伊拉克约有 １００ 万基督徒（其中亚述人占绝大多数）。 历经伊拉克战争和“伊斯兰国”武
装暴力侵害，剩余人数不足 ２０ 万。 参见 ２０１８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ｔｏ Ｂｒｅａｔｈ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 ｐ． ２．

Ｒ． ＤｅＫｅｌａｉｔａ，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６４， ｐ． ３．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１９１９ ｉｎ Ｗｅｒｄａ， １９２４， ｐｐ． １９９ － ２０２．
Ｄ． Ｇａｕｎｔ，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ｓ： Ｍｕｓｌｉ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ａｔｏｌ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 ＮＪ： Ｇｏｒｇｉ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ｐ． ４０５ － ４０６．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Ｔｈｅ Ｉｒａｑｉ ａｎｄ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１９３３， ｐ． ４９０．



尔划入伊拉克，①哈卡里山区和土伊边境的基督徒开始大批涌入摩苏尔。② 伊拉克亚述人要求英国

当局向费萨尔政府施压，以摩苏尔为中心划出亚述人独立区并承认其民族自决权。 尽管已失去划

地建国的可能，但亚述人仍坚持宣扬“民族自决原则”，将族群认同置于伊拉克国家认同之上。
第三，亚述人与英国殖民势力合作，希望创建独立的民族国家。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召开的圣雷莫会

议确定了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地位。 同年 １１ 月，亚述基督徒开始大批应征成为英国殖民当局

组建的雇佣军（Ｌｅｖｉｅｓ）。③ 他们拒绝融入新生的伊拉克，强调自身的基督教属性，帮助殖民政府镇

压阿拉伯大起义和库尔德自治运动，破坏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间的传统关系。 英国的委任统治结

束后，亚述领导人又强硬地拒绝费萨尔国王提出的和解方案④，引爆了 １９３３ 年的“亚述人危机”。
至此，伊拉克亚述人非但没有实现独立的预期目标，反而陷入了“既不属于西方，又不容于东方”的
窘境。 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来说，这表现出在现代中东民族国家初建时期，尤其是处于英法委任

统治之下的基督教少数族群追求独立与民族国家整合实践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
质言之，伊拉克亚述精英在其族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建构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并付诸实践。 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寻求建国，甘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
在国际联盟“调解”无疾而终后，亚述人以追求族群共同体自治为出路，幻想以族群认同来抵御国

家认同的冲击。 然而，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伊拉克国家整合的大形势下，亚述人势必要直面族

群—国家认同的痛苦调和过程。

二、伊拉克亚述人族群—国家认同的错位表现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使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遭遇了深刻的挫折乃至失败，并
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的主要社会文化因素。”⑤现代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

是伊拉克国家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一问题曾一度得到缓解，但仍存在诸多矛盾和错位现

象，继而从多个层面影响了伊拉克的少数族群治理和民族国家构建。
（一）“基督教认同”挑战公民身份认同

巴斯指出：“族群认同是人们自我归属的产物，其形成贯穿于吸纳和排斥的关系中。”⑥ ２０ 世纪

初，亚述人的认同边界主要由宗教信仰决定。⑦ 他们接受并自视为亚述帝国的“遗民”，通过宗教认

同和族裔民族主义塑造自身的身份和文化边界，⑧加强族群的内部认同。 伊拉克建国后，亚述人以

基督教信仰区分“自我”与穆斯林“他者”，从身份上认同同为基督教徒的英国人。 亚述雇佣军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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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伊拉克境内约有 ４ 万亚述人，其中 ７５％ 是来自土耳其的难民，以迦勒底人为主。 参见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ｅｎｔｗｉｃｈ， “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１０ Ｇｒｅａｔ Ｑｕｅ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Ｋｉｎｇｓｗａｙ， Ｗ． Ｃ． 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１９３１， ＣＯ ８８０ ／ ５０ ／ １１３．

“雇佣军”是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在伊拉克北部招募库尔德人和亚述人等组成的佣兵部队，由英国指挥官控制、殖民地部支付军

费，性质不同于伊拉克本土组建的 “国民军”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ｙ）。 “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ｒａ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２０⁃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２ ”， Ｉｒａ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１８ － １９３２， ｖｏｌ． ７， ｐｐ． ２６０ － ２６１．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仲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７５ 页。
刘中民：《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第 １５ 页。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著，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页。
Ａｎｄｒｅａ Ｉｒｅｎｅ Ｌａｉｎｇ⁃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ｓ ｔｏ １９８０，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ｓ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１， ｐ． ２．
Ａ． Ｄ． Ｓｍｉｔ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Ｓｏｍ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ａ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ｖｏｌ． ５，

ｎｏ． ３， １９９９， ｐ． ３３６．



“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① 他们鄙视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军队，忠于英国军官，辅助委任统治政府控

制美索不达米亚和库尔德地区。 普通亚述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伊拉克公民。 亚述东方教会主教艾沙

伊·西蒙（Ｍａｒ Ｅｓｈａｉ Ｓｈｉｍｏｎ ＸＸＩＩＩ）直到 １９３２ 年都没有伊拉克国籍，他也很少与伊拉克当局打交

道。 亚述民众的请愿一般都是由西蒙呈交给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再由后者负责向伊拉克政府

提出。② 亚述人在委任统治期间留给阿拉伯人的印象是“戴着无精打采的帽子和红白相间的头盔，
趾高气扬地”为殖民政府服务。③ 长此以往，亚述人的这种认同心理和肆无忌惮的行为引来了不必

要的族群仇视。
作为回报，英国方面全面参与协调伊拉克亚述人问题。 尽管伊拉克承认各宗教团体享有广泛

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自由，④但亚述人的政治归属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英方为了维系为委任统

治当局服务的亚述雇佣军，遂敦促伊拉克政府在摩苏尔等地区以小群体形式安置亚述人，⑤同时将

该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处理。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英国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委任统治即

将宣告终结。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英伊条约》签订，英国要求伊拉克政府承诺保护少数族群，以此作为国

际联盟的准入条件。 以费萨尔国王为代表的温和派一边承诺，一边继续与亚述领导人周旋。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巴格达任命了一名曾在伊拉克军队服役并对亚述人情况有所了解的英国军官就亚述人的

定居问题提供建议。 然而亚述人对定居伊拉克和作为少数族群融入伊拉克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

请求延续以宗教共同体为基础的族群自然状态，由国际社会为其建立一个独立家园或赋予其民族

特权。 上述请求均遭到巴格达政府的拒绝，亚述领袖、主教也相继被驱逐出境。⑦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亚述主教前往日内瓦，向国际联盟提交《亚述民族公约》（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ｃｔ），
要求承认亚述人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而非简单的宗教或种族团体。⑧ 但是，亚述人已无法继续

获得英国政治庇护和宗教支持，其强硬立场反而招致伊拉克军方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暴力镇压

和强制整合。 以巴克尔·西德基（Ｂａｋｉｒ Ｓｉｄｑｉ）为代表的军方打击亚述人的政治和宗教领导人，血
腥清洗亚述人独立运动活跃的塞米勒地区（Ｓｉｍｅｌｅ）。 此次事件给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意识造

成了深远的影响。 亚述人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遭受重创，人口大幅离散，政治社会运动转入地下。
随着亚述族裔民族主义运动陷入困顿，亚述人问题国际化以及争取英、美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已不再

可能。 亚述政治精英和宗教领袖意识到亚述人融入民族国家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遂将注意

力和政治目标转移到族裔定居点和自治问题上。
随着英国委任统治势力逐步退出、伊拉克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及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加快，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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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ｓｒｙ， “Ｔｈｅ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 ｏｆ １９３３ （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 ｎｏ． ２， １９７４， ｐ．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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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ｅｓｔ Ｍａｉｎ， Ｉｒａｑ：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ｔ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Ｇ．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 ， １９３５， ｐ． １４７．
请求内容包括：（１）支持亚述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非仅作为伊拉克的一个少数群体；（２）将一些以前居住在土耳其的亚述

人划归伊拉克的亚述人社区管理；（３）如以上都不能实现，则应在伊拉克为所有亚述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用以接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

亚述人。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ｈａ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Ｉｒａｑ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ｕｉａｎａ （１９３４ － ３５）”，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Ｃ． Ｏ． ８８４， ｎｏ． ２２７， ｐｐ． ８ － ９．

马修·科普（Ｍａｔｈｅｗ Ｃｏｐｅ）和艾沙伊·西蒙主教先后被驱逐出境（１９３１ 年和 １９３３ 年）。 西蒙因拒绝放弃建立亚述人基督教社

区的政治诉求而被伊拉克当局剥夺公民身份，被迫流亡他国。 伊拉克亚述人内部也因此长期处于领导层缺失状态。 “ＦＯ ３７１ ／ １６８８５ ／
Ｅ４５８５ ／ １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３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Ｏｇｉｌｖｉｅ⁃Ｆｏｒｂｅｓ， ｔｏ ＦＯ；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Ｔｈｅ Ｉｒａｑｉ ａｎｄ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ｐ．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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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ｓ ｔｏ １９８０， ｐ． ８８．



克亚述人不得不接受其公民身份。 １９４８ 年，艾沙伊·西蒙正式放弃其民族主义立场，与中东国家

进行直接接触。 他呼吁全世界亚述人无论身处哪个国家，都要像“忠诚的公民一样”生活。① 此后，
亚述人的独立诉求主要由流散境外的离散民族主义者推动。 １９６８ 年，伊朗亚述人和美国亚述人组

成的“亚述世界联盟”（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一度成为全世界亚述人的中心组织，继续为在伊

拉克北部建立一个亚述人“民族家园”而奋斗。
（二）语言文化政策背离国家认同初衷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族群身份维系和认同意识凝聚的基本纽带和象征符号。 作为族裔文

化群体，亚述人自我认同和保持族群性的基本前提是传承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他们尤其担忧阿拉

伯语的普及导致的族群语言衰落和传统文化凋零现象。 在英国的干预下，伊拉克政府于 １９３１ 年颁

布《地方语言法》（Ｌｏ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Ｌａｗ），第 ７４ 条规定北部一些地区的通用语言应包括库尔德语或

土耳其语，并根据多数原则来决定小学的教学语言。
尽管伊拉克亚述人的许多活动须符合官方要求，但相对宽松的族群文化政策对其传统文化、族

群历史、族裔认同以及族群凝聚力的延展意义重大，也为调和族际关系提供了短暂契机。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人达成妥协，赋予后者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权利，承认库尔德语为官方语

言之一。 亚述委员会（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代表人马利克·伊斯梅尔（Ｍａｌｉｋ Ｉｓｍａｅｌ）趁机提出给予

亚述人同等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族群语言文化权利。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伊拉克第 ２５１ 号法令通过，承认

“讲叙利亚语的国民”②享有有限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权利：③（１）“操叙利亚语”的中小学生必修阿

拉伯语，也可自行开展叙利亚语的教育和学习活动；（２）将叙利亚语列入巴格达大学艺术学院的古

老语言行列；（３）中央广播电视台、基尔库克以及尼尼微电视台可设立叙利亚语相关节目；（４）政府

帮助出版叙利亚语文学作品，创建叙利亚语作家协会；（５）“叙利亚语族群”有开办文化遗产和民间

艺术俱乐部的自由。
但是，巴格达政府在族群语言文化政策上朝令夕改、前后不一，严重损害了国家信誉，反过来强

化了亚述人等少数群体的族群认同，削弱了国家认同意识。 为了应对南部什叶派叛乱，确保北部稳

定，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Ａｈｍｅ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Ｂａｋｒ）政府很快放弃 ２５１ 号法令，重拾紧缩的文化

政策，严密监控全国非伊斯兰教会及少数族群的文化教育活动，④驱逐外国传教士，强迫教士和修

女改宗伊斯兰教，改组甚至取缔亚述人及其他少数族群的宗教和文化活动，原属叙利亚语的广播电

台成为复兴党及其亲近党派的专属宣传平台。 随后上台的萨达姆大力倡导阿拉伯文化，武力打压

亚述人的文教和政治活动，禁止他们在教堂之外使用叙利亚语。⑤ 少数族群的文化自由空间因此

被大大压缩，亚述人的各类语言文化活动和政治运动陷入低谷。 为了适应城市的文化和工作生活，
伊拉克亚述人熟练掌握了阿拉伯语、库尔德语或英语，⑥传统语言文化逐渐衰落。 两次海湾战争

后，亚述人的传统语言文化基本依赖海外亚述人民族团体所组织的初中级教育活动来维系，流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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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ＤｅＫｅｌａｉｔａ，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６４， ｐ． １１．
第 ２５１ 号法令中刻意模糊了“亚述人”这一具有身份属性的称谓，而代之以语言文化内涵的“讲叙利亚语的国民”，实质上是否

认了“亚述人”的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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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人反而成为亚述人族裔叙事、语言传承和宗教传播最为可靠的群体之一。
（三）民族同化政策弱化亚述族群身份

复兴党政府先后推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向美索不达米亚辉煌的过去“寻找灵

感”，将阿拉伯人打造为两河历史、文化的继承者，淡化古老的土著族群的历史地位，对亚述族裔的

历史进行“模糊化”处理，以打造同质化的国民认同和以阿拉伯人为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
在族群治理思路方面，巴格达以“族裔—文化”为分类依据，①避免对少数族群身份进行具体识

别。 共和国时期，伊拉克政府在北部基督徒聚集区推进城市化和阿拉伯化运动，试图将亚述人等少

数族裔统一纳入“阿拉伯—伊斯兰”社会，进而切断其与祖居地以及库尔德人之间的联系。 或强迫

亚述人融入或迁入阿拉伯人聚居区，削弱他们与祖籍地、文化遗迹和古老身份之间的联系。② 同

时，鼓励阿拉伯人以其强大的文化和经济优势吸纳边缘族群，从而软化族群边界和对立意识，逐步

实现民族同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与获得官方承认的库尔德人形成鲜明对比，亚述人等少数族群因复兴党

政府的种种民族政策而面临着严峻的同化危机。 宪法规定“伊拉克人民由阿拉伯民族和库尔德民

族组成”，否认现代聂斯托里教徒与古代亚述人的身份联系。 １９７７ 年人口普查中明令禁止将亚述

人登记为“亚述人”，③他们要么被从登记册上删除，要么被重新划定族群身份。 １９８７ 年的人口普查

中，仅有“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两个选项可供亚述人登记。④ 伊拉克“亚述人”在官方叙事中进

一步失语，其中近 １ ／ ３ 人选择流亡或改称“阿拉伯基督徒”。⑤

至 ９０ 年代中期，伊拉克北部“有明显亚述人特征的人口不足 ２０ 万”。⑥ 亚述人所占有的农村

土地大面积流失，教堂、修道院、学校被改造，牲畜遭没收。 失去土地和生活来源的亚述人不得不进

城谋生，被动接受阿拉伯文化的“改造”，如以阿拉伯语为日常用语、改穿阿拉伯服装甚至改用阿拉

伯名字等。 直到 ２００３ 年，那些不愿更改族群身份的亚述人仍面临失业和被驱逐的威胁。

三、伊拉克亚述人族群—国家认同的现实困境

现代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族裔民族主义和次国家认同两大挑战。 伊拉克亚述人的族裔民族主

义长期存在，尤以顽固的离散民族主义最为典型。 离散民族主义者长期坚持民族政治运动，为本族

裔的宗教文化自由发展和族群共同体的自治权而奔走，干扰伊拉克本土亚述人的国家认同。 此外，
海湾战争后库尔德自治政府创造的稳定政局和政治文化环境吸引着周边的亚述人等少数族群，使
后者逐渐生发出对库尔德政府的认同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亚述人的国家认同意识。

（一）亚述人族裔民族主义消解国家认同

族裔民族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国家认同向族群认同的回归。⑦ 时殷弘教授认为“族裔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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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国社会内部的种族、部族、民族关系及其涉及的语言、宗教、文化和政治分裂密切相关”，它所

体现出的价值取向在于“族裔性的局部认同，政治、文化甚或经济的分离与对立，连同对于民族国

家的至高无上的希求。”①伊拉克亚述族裔民族主义主要分为两类，即主体位于伊拉克的本土族裔

民族主义和由海外流散亚述人发起的离散民族主义。 它们都“代表并维护民族的自治、统一和身

份”，②但二者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 前者拒绝“建立自治国家”的激进路径，与中央及库尔德地区

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倡导和平对话，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代表权。 而后者以建立亚述自治区为目

标，严厉批评复兴党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和暴力行为，呼吁全世界亚述人联合起来，援助孤立的伊

拉克亚述人同胞。
随着全球化和跨国人口流动加速，现代亚述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群体成员对自

身的认知和定位也有所改变。 长期以来，亚述人的共同经历辅助巩固了其族群身份，这一族群意识

随着移民进程而在流散者身上得以强化。 亚述移民的后代渴望被承认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生存

能力的族群。③ 他们在寄居国创建族群政治和文化团体，延续其族群宗教、语言、文化和传统节日，
加强集体记忆和族群历史教育，关注祖籍地同胞的命运，声援甚至参与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对民族

国家权威构成挑战。 例如，１９８３ 年贝特纳哈宁民主党（Ｂｅｔ Ｎａｈｒａ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就提出《亚述

人民族宣言》（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要求将“亚述自治州确定在摩苏尔省或杜胡克省”。④ ９０
年代，散居美国的亚述人宣称：“我们（亚述人）的最低需求是创建一个以杜胡克、安卡拉以及摩苏

尔省为中心，并与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划界而治的自治区。”⑤

可见，族裔民族主义对国家认同意识的祛除是带有普遍意义的。⑥ 亚述离散民族主义的回潮

更会直接冲击和弱化亚述人的国家认同意识。 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亚述人继续面临着资源被剥

夺和社会地位被边缘化的窘境，这进一步刺激着离散者的焦虑情绪。 因此，离散民族主义者采取措

施，加大族群凝聚力度以挽救濒临溃散的族裔群体和身份认同。 类似“在尼尼微平原为我们的人

民指定一个行政区，让其他民族和宗教团体参与进来”⑦的宣言不绝于耳。 亚述人争取族群权益的

过程也难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随之而来的国际人道主义谴责和外来干涉迫使伊拉克政府做出

让步，族群—国家关系因此变得敏感而脆弱。
（二）库尔德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相抵牾

亚述人处在中央与库尔德政府资源及地盘争夺的灰色地带。 早在伊拉克王国时期，生活在摩

苏尔及库尔德斯坦边缘区的亚述人就归库尔德人管辖。 长期以来，亚述人或受到库尔德人的牵制

和压迫，或频频陷入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的冲突漩涡，致使其长期在伊拉克国家认同与库尔德政府

认同之间摇摆，深受拉扯之困。 尽管历届亚述领袖都希望在这两种认同之间实现平衡，为亚述族群

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 但事实表明，这是一种难以达成的政治理想。
巴格达与库尔德地区长期的军事冲突冲击了亚述人的国家认同。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库尔德人

发动反政府运动，对周边的少数族群施以威逼利诱，以图壮大抵抗力量。 受此影响，亚述人分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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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库派”和中立派。 库尔德独立运动失败后，“亲库派”亚述人遭到伊拉克政府的轰炸和亲政府的

库尔德人攻击。 ７０ 年代，不甘失败的库尔德人接受外来势力的经济和政治支持，趁南部什叶派叛

乱之际再次向中央政府施压。 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库尔德人趁机寻求政治独立，与伊朗政府里应

外合，直接威胁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复兴党政府为防止更多的亚述人倒向库尔德阵营，尝
试拉拢中立的东方教会力量压制“亲库派”亚述人。 政府不仅恢复了流亡主教西蒙的公民身份，还
邀请他前往巴格达协商亚述人的权益问题，提议组建一支“亚述警察”部队以威慑库尔德人，遭到

了亚述领导人的拒绝。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９ 月 ６ 日，萨达姆政府发动“安法尔行动” （Ｔｈｅ Ａｎｆ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①以亚述人“拒绝注册为‘阿拉伯人’或‘库尔德人’”②为由，对“背叛国家”的库尔德人

和拒绝合作的亚述人施以无差别的军事清洗。 在这场不对等博弈中，成千上万的亚述人遭到身心

重创、人口损失，族际关系极度恶化，这与伊拉克促进国家认同的初衷背道而驰。 在整个复兴党统

治后期，亚述人明显更倾向于支持库尔德地方政府。
库尔德政府利用库尔德人与亚述人镶嵌分布的地缘优势与中央政府展开竞争。 １９９１ 年，库尔

德人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逐步扩大自治权利，向周边少数族群提供相对宽松的族裔文化认同空间

和非暴力环境，将“库尔德斯坦”打造为亚述人等族裔除国家认同之外的另一个认同选择。 １９９２ 年

库尔德自治区建立后，伊拉克基督教政党和文化社团成倍增加，基督教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得

到库尔德政府的认可，每年 ８ 月 ７ 日被认定为“塞米勒大屠杀纪念日”和亚述人的法定节日。 在部

分亚述人看来，这一举动意在默认库区亚述民族主义活动的合法性。 整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尼尼微

平原的亚述政治家们与库尔德斯坦保持密切联系，亚述人在库区议会的代表比例维持稳定，政府中

甚至有几名亚述部长。③

伊拉克战争后，４ 个基督教派别④加入了库尔德联盟，占有其中的 ５ 个议会席位（该联盟共赢得

１０４ 个席位）。⑤ 库区住房与环境部部长采取了若干举措促进现代叙利亚语的教学、叙利亚语刊物

的出版和亚述人文化协会活动的举办。 曾出任库区财政部副部长的亚述人萨尔基斯·阿加扬·马

蒙多（Ｓａｒｋｉｓ Ａｇｈａｊａｎ Ｍａｍｅｎｄｏ）得到库区政府的支持，致力于重建基督教村庄，接纳流散各地的基

督徒，特别是深受社会暴乱和宗派战争迫害的亚述人。 在他的推动下，仅在杜胡克地区就建造了约

１２０ 个基督教村庄。 与此同时，马蒙多还出资建造教堂、学校、孤儿院、神学院、修道院和主教住所

等。 ２００６ 年以来，库区的基督徒人数成倍增长，目前已超过 １０ 万—１２ 万人。⑥ 此外，库尔德政府在

“伊斯兰国”（ＩＳ）入侵之时向其辖区内和有争议地区的基督教少数群体提供安全庇护，与亚述人在

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培养新一代亚述人对“库尔德斯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⑦ 长此以往，伊拉克

亚述人对库尔德自治政府的次国家认同势必赶超其对巴格达中央政府和国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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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派分权加剧族群—国家认同分裂

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形势脆弱，法律尚未健全，巴格达的教派分权模式加剧了

宗派主义冲突和权力争夺。 公民原有的国家认同遭到部落、族群和教派认同的侵蚀，宗教少数

群体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也处于变动中。 尽管亚述人在战后获得了相应的政治代表权，但在

族群人口和社会势力上仍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相对剥夺感”有所增强，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

显得更为脆弱。①

首先，伊拉克新政府及其宪法有“故意制造”亚述人群体分裂的嫌疑。 巴格达将亲政府的迦勒

底基督徒纳入政治体制，以代替全体亚述人发声，忽略了亚述东方教会的代表权。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底，
在代理政府职能的临时管理委员会（临管会）的 ２５ 名成员中，基督徒唯一的席位由迦勒底政治家

约拿丹·坎纳（Ｙｏｎａｄａｍ Ｋａｎｎａ）出任。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公布的 ９９ 位即将参加伊拉克国民议会的代表

中，５ 名基督徒代表均为迦勒底人。② 同年 ８ 月，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千人国民政治会议选出的 ８１
位民选议员和 １９ 名前临管会成员中，包括了 ６４ 名阿拉伯人、２４ 名库尔德人、６ 名土库曼人和 ４ 名

迦勒底人，亚述东方教会一席未获。 此外，２００５ 年《伊拉克宪法》第 １２１ 条取消了《临时宪法》中的

“迦勒底—亚述人”这一称谓，将土库曼人、迦勒底人、亚述人等并列起来，恢复了亚述基督徒的传

统称谓，按宗教派别划分族群，割裂了“迦勒底—亚述人”的族群集体身份。
其次，宪法赋予亚述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在实践中被剥夺。 ２００５ 年宪法第 ４１ 条承

诺亚述人等少数族群“根据其宗教信仰、教派选择享有相应的地位和自由”。 但在同年的全国人口

普查中，伊拉克的文件草案清单中抹去了“亚述人”这一选项，要求该群体登记为“阿拉伯人”。 宪

法虽有“保障少数民族拥有宗教和信仰自由权利”的条款，但 ２０１６ 年的《国民身份证法》第 ２６ 条出

台新规，强调非穆斯林父母的未成年子女必须信奉伊斯兰教。 此外，由于 ２００５ 年的宪法制定仓促，
其中并未涉及保障少数族群生存以及反对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条款，因而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的伊

拉克教派暴力冲突中，亚述人等基督徒被视为“西方代理人”或“使伊拉克陷入国际人道主义责难

的危险分子”，继续遭受社会歧视和人身攻击。

四、余 论

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而族群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单元。 因此，强
调国家认同并非要否认或消除族群认同，而是要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 总体来说，族群认同必须

服从并巩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促进族群发展和族际和谐的政治保证。 当代中东族群数量众多，
族际关系复杂。 因此，身处多民族国家的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不仅是族群归属问

题，更是伊拉克在伊斯兰框架和民族国家框架下对族群问题认识不清晰、族际关系处理不成熟的

表现。
诚然，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族群的认同是多元而复杂的，但也是随着时代情景而变迁的，任何一

个族群都不是“被特定文化界定的人群孤岛”。③ 因此，伊拉克中央政府应当明确矛盾的不同阶段

和不同对象，以便及时、准确地调整族群治理政策。 其一，亚述人的认同具有多层次性，因而推动伊

拉克亚述人的国家认同首先要尊重其族群认同，具体而言即尊重亚述人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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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于春洋、陈奥博：《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元影响因素析论》，第 ８８ 页。
Ｖａｈｒａｍ Ｐｅｔｒｏｓｉａｎ，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ｐ． １４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ｏｅｒｍ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ｕ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ｖｏｌ． ６７， ｎｏ． ５， １９６５，

ｐ． １２１５．



教传统、群体差异及生活习惯，以缓和其矛盾对立情绪，弥合族际分歧。 其二，伊拉克亚述人的族

群—国家认同问题具有长期性和顽固性，因而需要适时调整政策，将亚述人充分纳入伊拉克民族国

家构建轨道，使其同等参与，改变其社会边缘化趋势。 其三，民族国家构建或者民族国家认同的最

终目的在于加强国家最高权威，提高民众向心力。 而一味地对少数族群实施暴力“规训”并非良

策，寻找并制定适合国情的族群政策和整合路径才是重塑健康的族群—国家认同关系的出路。
总而言之，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既反映了伊拉克国家族群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也是现代中东宗教少数族群的普遍遭遇，当下亦难有恰当的解决范式，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继续影

响伊拉克的国家重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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